
 

 

肾脏移植、身体与文化 

 

【摘要】肾脏移植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新技术，涉及到疾病、文化、

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通过身体理论的视角，我关注于经历肾脏移植

的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身体，在现代西方医学的身、心二元对立和传统中国文化

共同作用下的现代中国社会，他们又是如何构建自我。本文在对云南省昆明市两

家医院的实地调查基础上，访谈了 40 多名移植者，并通过观察在肾脏移植过程

中人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矛盾及其解决方式，发现这一过程中他们身体观的转

向，以及在身体、文化上重新适应，重构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关系以重归社会。最

终器官移植从一个个体医学技术变得与知识权力关联起来，作为重要的一环插入

全球化中。 

    【关键词】肾脏移植  身体  文化 

 

【 Abstract 】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s this generation’s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reflecting disease, cultur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practices. From 

the angle of Body theory, I learned how the person with kidney transplants to 

understand their bodies. Within Chinese society which is affected by body-mind 

dualistic western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holistic Chinese medicine, how personal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fieldwork by two transplant hospital in Kunming, 

I interviewed more than 40 persons and observed the difficulties, inconsistencies and 

solutions during kidney transplantation, and then pointed out that: organ transplants 

caused the changing of their body-view, the person with organ transplants needed 

adapt the kidney transplants in both physiological and cultural ways, and in addition, 

they would reconstruct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relationship and try to return to society 

successfully.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body is transformed from a biological, 

individual organism to a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object. As an 

individual medical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organ transplantation is linked to the 



knowledge power, ultimately is incorporated into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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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20世纪50年代以后肾脏移植作为医学领域的一项新技术就开始应用于

临床，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全球累计有 100 多万人接受了各种类型的器官移

植手术,其中肾脏移植手术人数最多，估计有 50 余万人。但是，在一般人眼中器

官移植依旧是披着神秘面纱的医学神话，而移植者的生活状况更是鲜为人知。 

事实上，目前的移植技术不断发展成熟，已经使得手术本身仅仅是一个难度

不大的医学过程，但是依然给普通人和移植者都带来了异样的感觉。究其原因，

其特殊性就在于身体的部分缺失和替换，而这意味着自我身体的完整性遭到破

坏，身体中接纳了他者的器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独特的身体体验正是这种

异样感觉的来源。也正因为如此，器官移植不再是医学本身的问题，而是包含着

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透过移植我们可以更好的审视身体、疾病与社会文化之间

的关系。我们的文化究竟又是如何看待身体和移植的，在这一简单的医学过程背

后到底蕴含了人们怎样的观念及行为，移植后的人们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如

何构建自我的„„ 

 

一、 移植后的身体转向 

苏格拉底曾留给世人一句话：“认识你自己”。或许这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并

不是那么重要。而这对于肾脏移植者而言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 

在日常生活的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是以非理性的或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体验自

己作为存在的身体。也就是说，在这个身体完成日常生活中一系列的工作过程中，

人们并未将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身体加以明确的突出，这时的身体是被自己的意

识遗忘和超越了。在这一层面，人们不会认为有或者拥有自己的身体，而是作为

一个具体化的主体，我就是我的身体。因此，这种身体对于人们来说，它本质上

就是个统一体，在身体和自我之间没有可以察觉到的分离。 

而当身体失去或改变它与周围环境的联系时，它才突然出现在意识的范围之

中。这种“特定的境遇”往往是包括运动、跳舞，生病、疼痛或是性兴奋等（加

拉格尔斯，1986：148）。在这些情况下，作为另外一个层面的身体——客观的或



者说生理学的身体，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感觉，就

大部分而言，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体验，是一种很容易被忘记和忽略的体验。甚

至在一般的生病中，伴随着机体功能的恢复和身体的治愈，这种异己的客观的身

体感也会最终消失。然而在移植病人那里，对身体的这种感觉则是强烈而永久的。 

 

1、感性体验身体方式的破坏 

由于移植，使得身体作为存在的方式和性质发生了转变。首先是感性体验身

体方式的紊乱和破坏。移植破坏了一个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整体感、时间空间感，

导致能力及熟悉世界的丧失。 

疾病会造成个人注意力的转移，使得身体变成了注意的焦点和仔细检查的对

象（图姆斯，2000：7）。然而与其他病人不同，移植带给病人的并不是简单地意

识到某种特殊症状的存在，而是对于身体完整性丧失的一种深刻感受。在我的调

查中，绝大多数病人都无法把移植的肾脏看作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它不属于

我，只不过能在我身体内存活”这是大部分病人的真实感受。甚至在讨论病情的

谈话中，他们试图将他们自己与其身体分离。他们不是提到“我的”肾，而是更

多的使用“这个”肾或是不加入任何人称。可以说，移植破坏了身体与自我之间

的基本统一。 

不仅如此，这种整体感的破裂必然导致了病人对于身体的异己感。卡塞尔将

其称为“他者（otherness）感”，他解释：“疾病能够改变（与一个人身体的）关

系，致使身体不再被视为是一个朋友，相反，被视为一个不值得信赖的敌人。”

（卡塞尔，1982：639）尽管身体的这种不属于自我，与自我对立的感觉也许在

所有患病者身上都有所表现，但没有一种病患会像移植一样感受得如此强烈。很

多移植者提到，从他们准备移植开始，医生就告诉他们因为植入的肾脏属于外来

物，会引起自我的生理免疫，他们需要不断吃药才能抑制自身对肾脏的伤害。在

他们看来，这种异己感并不是被自己想象出来的，而实际上在他们的体内活生生

的存在着这样的对立和冲突。然而移植不仅仅让人体验了身体的异己感，同时让

人也感到对于身体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同感。一方面，异己的肾脏无时无刻不与

身体发生自我无法控制的冲突，另一方面，移植者又无法抛离这个异己的肾脏而

生存。一名移植者这样形容：“我的身体内就好像不断地进行着一场战争，我只



有不断准时的吃药维持，否则战争的结果就是我的肾脏和我两败俱伤。” 

在移植体验中，生命的时间空间也都发生了压缩性的变化。移植后的虚弱和

不稳定产生了一种向心力，将患者的生活空间固定。一位移植多年的老人提到：

“我原本是打算搬家的，后来想想又没有搬。家里现在离医院近，经常都要化验

检查，以后（移植肾）不行了住进医院也方便”。而工作的失去，朋友和同事渐

渐远去，移植者切实的体验到自我生活空间的萎缩——它被限制在病床上、房间

或只是家中。 

移植不仅造成了空间感的破坏，还导致了时间体验的改变。一般，人们总是

很少感受到时间或者说生命的有限性，时间体现为一种向着未来的运动状态，我

们或多或少是根据未来的目标或理想来进行现在的活动。而移植者无法得知移植

后的肾脏何时会出现抑制或再次衰竭（而这几乎是一定的），也无法预料是否能

抵抗移植后众多的并发症。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任何目标或理想变得与自己不相干

或者超出能力范围。事实上，他们已被束缚于此时此地的要求，无法有效地规划

将来。甚至，在他们眼中将来已经消失，它换变为永远紧迫而受威胁的现在。 

移植带给人们的除了上述的复杂微妙的内心感受外，更为实际的造成了移植

者能力的丧失。在日常生活中，甚至连最为基本的自主能力都受到阻碍。移植后

身体的脆弱使得移植者不得不限制自己的活动，依赖别人在体力上的帮助，而且

还必须依赖于专业医生的检查和治疗。这又进一步导致他们产生失去目标的感受

和自我价值感的缩小。调查中的大部分移植者已经失去了工作，而还在工作的部

分是属于“坐办公室的轻闲工作”，还有的工作性质已经改变，例如毕 XX 移植

前是某学校老师，现在主要从事实验室的管理工作而不再进行教学。李 X 移植

前是某公安局的警察，现在则留在局里值班室而不再执行任务。他曾经多次获得

云南省男子 100 米短跑的冠军，也因此而保送升入重点学校，接着顺利进入云南

省某公安局刑侦大队。正当他意气风发准备向着自己理想目标一步步迈进时，他

被诊断出急性肾功能衰竭。进行了四年血液透析后 2002 年他接受了移植。他回

忆道：“当时（肾衰竭）我才 27 岁，躺在病床上根本接受不了，这一生就这样没

了，真的太残酷了„„”。移植者田 X 也曾提到这样一件事：“我听说过烟厂有

个小伙子也移植（肾）了，按理说烟厂待遇好，还给他捐款，应该没什么经济负

担。可移植完没多久就自杀了，可能就是觉得活得没啥意义，也不能结婚、生孩



子„„”。像这样的移植者还很多，对他们而言，痛苦并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

重要的是尊严的丧失，行动自由的丧失，生活目标和自我价值的丧失，以致生命

在他们看来已经失去意义。 

对自我和身体统一的破坏，周围环境感觉的变化所导致体验的支离破碎，能

力的丧失最终使得人际交往关系的变化和交际圈的缩小，从而诱发病人的无助和

孤独感等等。这一切都使得作为正常生命的特征变得紊乱，移植已不仅仅是一个

事件，它代表了移植者已经改变的生存状态，以及原本熟悉的世界被破坏消失了。 

 

2、身体客观化、科学化的形成 

移植所带来的失调，如上文所说一方面破坏了感性体验身体的方式。另一方

面，身体和自我之间统一的破坏以及对身体的疏远感也使得移植者们更为强烈的

体验到身体的另外一个层面——身体的客观化。当接受了移植后，移植的器官及

身体本身就变成了移植者们意识中的主题，而其他东西都变成了背景。不仅如此，

永久性的治疗过程使得他们需要不断主动或是被迫地关注肾脏相关的生理知识

及生理变化。可以说，尽管患者是按照身体的日常生活受到破坏来看待身体的失

调，然而他们却学会了像医生一样按照解剖学、生理学之类的科学来理解和解释

自己的身体体验，身体的客观化进一步发展成为身体的科学化。 

移植者们都从他们的经历中获得了相当专业的医学知识。调查中几乎所有的

移植者都购买、查阅过移植的专业书籍材料，而与医生的长期广泛的接触也是他

们获得专业知识的来源。他们清楚的知道有关肾脏的生理学知识，了解自己的肾

脏的大小，形状，学会使用“血药浓度”、“肌酐”、“肾动脉指数”等医学术语来

描述、解释他们的身体及病症。他们定期化验血常规、尿常规加镜检、血药浓度

1、肝功能、肾功能以及移植肾彩色 B 超，这实际上也使得他们学会用这些客观

的、定量的数据来看待他们的身体及病症。尽管他们的实际感觉并不与这些量化

数据必然相关，但这种计数结果自然影响着他们对自我身体状况的态度。在调查

中发现，他们不仅清楚的知道每个化验项目的正常值以及自己一般所处的化验

值，他们还会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身体做出推论，“我这次化验尿素氮、尿酸都

比以前偏高，我想是前几天豆子吃多了，太高容易得痛风„„”。而这一切与他

                                                        
1 血药浓度即血清中特殊药物浓度测定（TDX） 



们不同的文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并无太大差别。可以说他们凭着自己长期病患的

生活对身体有详细的了解并对身体功能变化的有敏锐的感觉。他们每个人最终都

成为了关于器官移植方面的专家，不仅这样，他们凭借着这些知识还可以准确地

评估医院、医生的实力而进行自主选择。田 X 和马 XX 都曾和我提到，她们本

来是想从某医院转到另一家医院的，为此她们专程到另外那家医院进行过咨询。

“那边的医生经验不够丰富，尤其在配药2方面，一问他们就知道那边还是不行，

（原来医院）的 X 主任还是云南省在这方面的权威”，因此，她们最终还是选择

留在原来的医院。可以说，移植者们所获得知识是一个艰难的胜利，这为他们提

供了关于如何应付病情以及选择最好治疗的准确和重要的信息。 

身体的科学化正是通过诊断检查，将生理过程还原为数据、指标、图片之类，

以使得这些过程可以解释。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患者的活体下降为科学对象的

地位，即一个有生命的人体被按照自然科学范畴被转换成解剖学的，生理学和生

化学的人体。这在赞纳、福柯、图姆斯等的关于西方医学背景下医患关系的讨论

中都有所涉及3。在身体的科学化过程中，实际上是将身体从那个人身上抽象出

来，关注点集中于生物学肾脏的功能失调上。患者个人的具体的主观体验全部被

纳入因果的、本质的与现象的等理论的范畴，身体被还原到一个物理客体的层次，

这使得最终移植者的个性丧失，只剩下了医学的声音。甚至无论是医生或是移植

者本身，都接受和认可了这种个性的丧失。调查中当一位移植者与我谈到其他人

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加入这样的定语，“在 X 医院移植的那个人”，“和我一批移

植的那个人”等。 

事实上，在这种身体科学化的进程中，移植者接受的不仅是一套西方临床医

学的治疗方案，其背后是整个西方身、心二元对立的或者说将身体“物化”的身

体观念。这种将身体从个人身上的抽离，必然造成了与身体的疏远感，进一步导

致整个西方医学模式下个性化的丧失。而移植的独特性却在于，在身体的科学化

造成了个性丧失的同时，这种疏远感却使得他们对于身体的部分缺失或容纳他者

的器官变得相对较易接受，这俨然成为了一种适应的结果。 

 
                                                        
2 配药事实上是整个肾移植中最为重要而有难度的，它没有固定的标准，需要医生根据移植者不同的移植

年限，对药物不同的吸收状况和药物对其他脏器的损伤情况来及时改变药物的种类和数量。主要凭借医生

的专业经验。 
3 详见《临床医学的诞生》，米歇尔·福柯著，译林出版社；《伦理和临床冲突》，赞纳著；《病患的意义—

—医生和病人不同观点的现象学探讨》，图姆斯著，青岛出版社 



二、移植的文化适应 

上面所提到的这种医学模式的治疗弊端目前也受到了很多国外研究者的重

视。如何更好地接受和适应自己的疾病状态日益成为他们所关注的话题。大多数

器官移植研究者都将生理上对外来器官的抑制相对应地提出心理上同样存在对

他者器官的排斥。器官移植既是一个生物适应过程也是文化适应的过程。Donald 

Joralemon 指出抗排异药物环孢素的使用可以抑制生理的免疫，完成身体的康复，

但却无法避免文化上的不适应，由此他提出了“文化的抑制免疫” （cultural 

immunosuppression）的概念，提出了如何使移植者在心理文化的适应的问题

（Donald Joralemon, 1995：7）。事实上，在笔者所访谈的大部分移植者或者说目

前生存的移植者们，他们不仅是生理上抑制免疫的胜利者，而且形成了自身复杂

文化适应的机制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生活。而这种文化适应的过程往往存在一些共

性的地方值得探讨。 

首先需要的是移植前的心理准备。这在所调查的大部分移植者中表现得并不

明显。当问及他们移植前心里有何感受时他们往往回答“没什么想法，就等着合

适肾。等到了就做手术。”或者“医生说做移植比较好，自己心里就想赶快配上

（型）做手术”。这些回答一直使笔者觉得移植前的心理准备是可以忽略的，移

植者们面对的是从疾病状态自然过渡到移植状态的过程。而后对移植者马ＸＸ的

访谈改变了这一想法。马ＸＸ是在 1996 年 1 月患上肾病综合症，年底迅速转化

为肾衰，在之后的四年中都依靠腹膜透析生存。2000 年 4 月她在医生的建议下

做了 HLA 分型，等待合适的肾源移植。比大多数苦苦等待多年的病人要幸运得

多的是，她在当年 8 月就碰到了合适的肾源。但令人意外的是她放弃了这个机会。

她说：“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都劝我，我自己也知道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下

次配上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当问及原因的时候，她说到：“我也不清楚，就是

心里有不好的预感。可能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吧，感觉有点太突然了，接受不了。”

最终她在一年多后再次配型成功做了手术。“第二次通知我配上的时候心里就没

有不安，高高兴兴的就准备手术了。”。由此可见，充分的心理准备是必须的。对

一般移植者来说，从准备配型到等到合适的肾源，少则一两年，多的四五年，有

的甚至苦等不到而死去。这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也成为他们心理的准备过程，并

且往往是无意识的，只有像马 XX 突然丧失这一过程时才会出现强烈的不适。 



如果说准备过程仅只是一种想象的话，真正的适应过程则是从如何看待、接

受自己身体内存在的“他者的肾脏”开始的。尽管植入的肾脏带给所有人异己感

可能是相似的，但在每个人独特的生活中的理解却总是唯一的。以下的几段话则

是不同移植者对移入肾脏的具体描述。 

 

 

 

当张 XX 从与笔者的交谈中得知有的移植者把肾脏看作自己的时候，他非常

诧异，说道：“我都移植了那么多年都从来没觉得肾是自己的（张 XX 的移植年

数是所有访谈者中最高的，也是整个云南地区最早一批的移植者）。其他人告诉

你是自己的那是骗人，要不就是自欺欺人，随口说说的。要是自己的每天还吃那

么多药干嘛。肾在身体里一直沉甸甸的，随时都会注意到，要真是你自己的，也

不会怕被碰被撞了对吧。”或许认为肾脏属于自己本身就是自我有意识的心理暗

示，寄希望如此来达到一种自我感知的正常状态。而在访谈中这样的人毕竟是少

数，大多数的人都认同这样两点：一，肾脏本身不是自己的；二，只要存在身体

中就是可以工作，具有功能的。具体的不同则在于他们各自通过自我可以接受的

方式来解释、认可这个肾脏的存在。 

各种关于移植者如何看待移植器官以及对器官的想象在国外很多器官移植



的研究中都有所涉及。在一些个案中移植者们往往担心自己接受移植后性格或是

某些特征发生改变，这在心脏移植者中表现得比较普遍。而值得注意的是 Lesley 

A. Sharp 在他的研究中所提到不同种族间移植所发生的心理排斥的个案，一名黑

人男性在接受了白人女性的肾脏后感觉肾脏无法适应的心理压力（Lesley A. 

Sharp,  1995：11）。Lesley A. Sharp 把这归结为精神病性反应（psychotic reactions）

或非正常想象（unnatural images）。考虑到目前调查对象所接受的肾脏供体基本

上都是死刑犯，按照笔者的预设可能会对受者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事实上，

在调查中当提到供体的身份是否会对移植者有影响时，所有的移植者都否定了这

一推断。李 X 说：“我觉得是谁的肾脏并没有什么关系，关键是这个肾脏本身好

不好。”卢 XX 则告诉我：“最重要的是肾新不新鲜。摘下来的时间越短越好，要

在 72 个小时内。我知道这个肾是从东川（云南的某地名）运上来的，不到 36

个小时”。其他移植者的说法也都大同小异。而所有调查者中只有何 X 表示过她

曾经的一点疑惑：“以前听人说，换肾原来的人是偷钱的换了以后就想偷钱，是

杀人的换了以后就想杀人，书上说过这是不可能的。但说换的是个男的肾，就会

长胡子。做完手术还真是，吓了我一跳。后来看书才知道是激素的原因，根本不

是这么回事。”某种程度上说，移植者们与笔者想象大相径庭的这些说法恰恰反

映了前文中所提到的身体科学化作用的结果。肾脏被彻底的物化，它不仅被看作

是可以切割、移植、换取的身体部件，并且这个身体部件已经丧失了与原身体的

情感联系和自我独特的属性，成为了一个不具有任何意义身份的物体。而这对于

移植的文化适应是必须而有利的，它不仅减少了异己感所带来的不适，更解除了

所谓的“非正常想象”带给移植者的心理压力。尽管一些移植者表示并“不好奇

给自己肾脏的人”，但还有一些移植者透过肾脏本身会对供者产生“正常想象”。

金 XX 提到：“我很好奇，去问过医生，医生就说是个男的年轻人。我自己想象

应该是个黑黑的，个子不高的南方人”。卢 XX 则说：“给我肾的应该是高高大大

的一个，这个肾比较大，有 13 公分。”这些想象大多只是包括供者的外貌特征在

内的自然属性，而没有涉及供者的生活经历等的社会属性。这些想象动力并不来

自移植者心理上的负担压力，更多的是一种感激之情使然。正如调查中，移植者

们大多都是先否定了对供体身份的忌讳后，随即表达了自己对供者的感激。“不

管他做过什么，我都很感激他，感激他给了我这次生命。”王 X 这样解释。可以



说，对于供者的感激使得移植者们抵消了一般人对罪犯的某种恐惧，这也成为移

植者们并不表现出“非正常想象”的原因之一。 

而提到感激，这则涉及到国外器官移植讨论的一大热点。Fox 和 Swazey 把

移植的器官比作专制的礼物（tyranny of the gift）。把捐献器官当作赠与礼物的解

释方式最初来源于美国政府提倡鼓励捐赠器官的慷慨、无私的价值观。但正如莫

斯的《礼物》所写道，馈赠的过程实际上还包含着返还和回赠的过程。器官的捐

赠者提供的是极其贵重的礼物，接受者在接受器官的同时接受的是一种无法回报

给捐赠者的礼物，这使得赠与循环无法完成，而器官也就成为了一种“专制的礼

物”而给移植者带来巨大的压力（Renee C. Fox, Judith P. Swazey, 1992）。在中国

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文化自古就重视礼物的流动。正如《礼记·曲礼》中

所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只有送礼，而没

有还礼，在传统意义上就被认为是失去了规矩。因为“一来”，则要“二去”。

送礼与还礼，双方之间就会进入一个“施-报”的循环关系中。尽管人们大多认

为在当今的中国礼物的流动更多是一种工具性的意义，然而当面对的是生命这样

沉重的馈赠时，往往都会很深触及一个人的道义或情感。如何才能让如此贵重的

礼物变得不沉重，这同样是移植后需要适应的一步。在调查中，赵 XX 曾提到：

“„„我很感激这个人，每年的冬至、清明我都会给他烧烧香、烧点（纸）钱”。

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受到中国民间的祭祀文化的影响，相信人死后灵魂可以离开肉

体而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烧纸钱实质上是完成一种变相的回赠。而不同的卢

XX：“„„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人也不在了，我就觉得应该对这个世界报有感

恩的心，尽量帮助身边的人”。这则表现了由于无法回赠到具体的个人，而将回

赠的概念泛化，扩大到力所能及的对象。可以说，这些都是为了排泄情感道义上

的负担的途径，通过变相的回赠以及把馈赠循环向其他方向的发展，最终都使得

礼物得以流动而不再成为“专制的礼物”。 

上文中所描述移植者们对肾脏本身的理解以及围绕肾脏所产生的想象、感情

可以说是整个文化适应中最为表面也是最初的过程。然而移植作为他们生命中的

重大事件带给他们不仅只有这些，而是整个人生的重大转变。 

如何看待改变了的生存状态是移植后首先要调整和适应的。一旦移植成功

后，移植者们仍然会面临不断出现的各种危险和不确定，“我们过日子就像是在



走钢丝。”移植者王 X 曾开玩笑的这么说。身体的永不治愈，造成了移植者自我

感觉是永久性病人的状态，而这正是这种适应的结果。正是这样的心态才能使他

们认识到身体健康的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此因不会对移植寄予过高的期望。只

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醒他们需要把自己当作病人，不要对一些平常人看来的小事掉

以轻心。但这种心态又不可以过度发展成悲观，整天不必要的忧心忡忡以及对问

题的无限放大是无法生活的。他们需要在认识到随时都有可能再度与死亡逼近的

情况下带着病继续更好地生活。无视这样的心态调整和适应对移植者而言都可能

是危险的。在调查中曾听到的两个事例一直让人印象深刻。 

 

这两个事例或许有些极端但却是真实的。适应的重要性正是在于防止这种悲

剧的发生。而有趣的是在调查中马 XX 曾用“中庸”来解释这种移植者的生活观

（无独有偶的是网上有以“中庸与肾移植”为名的网址，是由一名网名为中庸的

肾移植者所办4，在肾脏移植网站中小有名气）。中，有中和、不偏不倚的含义；

庸，有平常、常道的含义。对移植者而言，中庸这个传统国学中的思想的理解即

在于合适对待自己的疾病，而不要过犹不及。或许移植者们对于中庸这个庞大的

思想体系并不精通，然而用中庸的观念来作为自己理解、解释问题的一种观念或

者说方法论，最终内化成为自我的思维结构和生活观。可以说，这种移植者的独

特适应方式是具有文化意义的。 

此外，在调查中移植者的语言中还常常让人感到一种“宿命论”的色彩。对

于过去，对于他们所患上的疾病，他们大多无法找到一个让自己信服的合理原因

                                                        
4 中庸与肾移植网站 http://zhongyong.blog.hexun.com 



来解释，他们只有用“命运”、“命”来慰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遭遇。李 X

对我说：“可能就是我上半辈子太顺了吧，人哪能一辈子都顺顺当当的过„„”。

陈 X：“这就是命，得了（病）就得了，怨不了谁”。对于现在，他们无法控制自

己的身体和疾病，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活，他们开始愿意相信无法解释的神秘。田

X：“以前也不迷信的。（现在）生病了身体不好，七月半也有所顾忌了，晚上不

愿出门5。要是没生病之前很少顾及这些事情。”而将来对于他们而言有太多的不

确定性，他们既不可以预知，更不可以奢望，他们只能把命运交给“上天”。王

X：“人还是要认命，以后的事只能顺其自然”。何 X：“人再强也强不过命，以

前没病的时候拼啊，闯啊，最终还是有命管着的”。或许这些想法在一般人看来

会显得有些消极。当代的人们更多的愿意相信人类的无所不能，对自己、这个世

界以及未来的运筹帷幄。而事实上，只有当人们处于这种不确定状态时，他们才

开始重新适应自己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不仅如此，在调查中卢 XX 还提到：

“„„最早是因为配型的时候总是等不到，认识的人就带我去寺里烧烧香，11

月份去烧香的，12 月份就配上了，开始就有点信佛了。现在经历了很多事就更

信了。没事经常都去寺里拜一拜，烧烧香，自己心里就觉得很平静。”这样的情

况在调查中很多，甚至“是医生告诉我去烧香的，他们都说很灵”，有的从此也

就“路过寺庙什么的就上一炷香”，还有的在家里门上贴上了门神，或者从寺里

求来的护身符。此外移植者马 XX 是回族，访谈中她还多次和我提到了自己对古

兰经的理解：“命都是真主给的，所以告诉我们要认命，得病了不能悲观，能治

就治„„”。可以说信教对于移植者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功利性的行为，然而正是

这些宗教中所包含的神秘力量解释了他们生活中的机缘巧合以及无法掌握的命

运的安排，最终带给他们生活下去的心理慰籍和精神寄托。 

此外对于社会动物的人来说，人际交流沟通的需要是不可取代的。然而正如

前文中提到的，对大多数移植者来说，经历移植之后，过去的工作、朋友同事、

熟悉世界都已经消失。这意味着他们原有的人际交往圈的缩小甚至消失。而事实

上，一种新的交际圈与此同时也在移植者们之间形成。在调查中，笔者很容易就

感受到他们彼此的了解、熟悉，在他们的交流中，不仅可以相互咨询、讨论关于

移植的问题，而相似的处境也使得它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对于他们来说这

                                                        
5 这里的七月半是指阴历 7 月 15 日。传说是鬼门关大开的日子,在那天它们可以在阳间逗留一天.包括一些

孤魂野鬼在那天都可在阳间逗留。故那天阴气大，身体不好、虚弱者在夜晚不适合外出。 



不仅丰富了精神生活，而且缓解了独自面对生存的压力，为彼此提供了精神上的

支持和心灵的慰籍。 

可以说，移植者们文化适应的过程远比生理适要复杂、艰难得多。从最初如

何看待和想象存在于自己身体中的他者的肾脏，如何才能安心地接受如此贵重的

馈赠，到寻求正确的生活观念以及思想态度，最终建立起新的交际圈，新的自我

和新的世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文化适应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每个移植者们又

将自己生活背景中的不同的文化元素组合、运用，这些文化元素可以是普遍的、

宗教的、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而最终是为了更好、更快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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